
 

 

我国消费平滑的地区性差异及其根源：

家庭、社区和政府的比较分析

李    立，李春琦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根据 2010−2014 年 CFPS 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

及其根源。首先，基于风险分担模型，选取合适的代理变量测度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乡家

庭消费平滑的能力；其次，运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去寻找导致消费

平滑的根源。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并且城镇家

庭的消费平滑能力也要强于农村家庭。消费平滑区域差异的主要根源来自家庭自给与国家政策层

面，尤以家庭净财产和政府补助的作用最为突出。这也反映了政府没能成功利用转移支付等方式去

进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从而达到缩小区域间消费平滑差异的目的。而社区层面上的家庭社会交

往，则对缩小地区间消费平滑能力差距起了显著作用。其他一些因素如户主学历、家庭规模和区域

金融比率等也影响着平滑能力的大小。各地区政府需要针对上述深层次的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措

施方能提升当地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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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且持续下降。尤其是迈入 21 世纪之后，2000−2010 年，居民消费

率由 46.9% 下降到 35.6%，总消费率也由 63.5% 下滑至 48.2%。尽管从 2011−2015 年，居民消费率

稳中有升，但仍未超过 40%，并且远远低于国际平均 60% 以上的水平。不仅如此，多年来，城乡之

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理解消费平滑的形成机制，把握家庭消

费的平滑渠道，这对当前我国构建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从国

家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投资”、“消费”与“出口”一直以来都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国经济的腾飞曾经高度依赖投资与出口，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转型期，随着经济转

型的深入，投资增速下降将是长期趋势，并且部分国家对华贸易态度的“阴晴不定”也使中国面

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十九大报告也着重提出：中国经济已从追求高增长步入到追求

高质量阶段，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需要完善促进消费的

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以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分析，保

持自身消费平滑，维持稳定的消费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 Colmer 和 Alem（2015）阐述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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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个体福利，对收入的预期不利冲击能够同时影响居民的消

费决策和主观幸福感，但是更大的收入不确定性则只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居民从消

费平滑获取的福利要远远大于基于收入波动估计的福利。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理论是起源于 Modigliani 和 Brumberg
（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LCH）与 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PIH）。现有国外文献表明，家

庭消费平滑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

1. 家庭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家庭如何使用自身资源（家庭资产与劳动力供给等）处理收

入风险带来的消费波动。Deaton（1990）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家庭仍可以利用资

产作为收入波动的减震器。Udry（1995）发现贫困农户可以通过现金与实物储蓄的适当搭配，起

到维持正常生产和消费平滑的作用。Bazzi等（2015）发现：与银行的距离较近且有一定的储蓄都

可以作为消费平滑的实现条件。Kochar（1999）指出，如果外在冲击没有损害到劳动力供给，家庭

平滑消费的手段就是增加自身劳动力供给。Blundell 等（2016）则进一步将劳动力供给内生化于

一个双薪家庭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在丈夫的收入受到冲击时，妻子的劳动供给对家庭的

消费平滑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并且劳动力供给几乎是家庭内部唯一的消费平滑渠道。

2. 社区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同一社区中的不同家庭如何通过借贷与相互支持，实现风险

共享从而保持家庭的消费平滑。Townsend（1994）基于风险分担模型，认为亲戚朋友构建的社会

网络能够增强个人的消费平滑能力。Fafchamps 和 Lund（2003）发现在菲律宾，农户可以通过礼品

赠送、收入转移和非正式贷款的方式进行风险分担，而风险分担主要是在亲戚和以宗族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中进行，相距比较近的亲戚主要是通过赠送礼物的方式、而距离比较远的亲戚则主

要通过非正式借贷的方式进行风险分担。Angelucci 等（2010）指出，以姓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

以提升网络成员间平滑消费的程度，主要是由于成员间通过信息传递或共享等方式进行风险分

担。Bramoullé和 Kranton（2007）与 Ambrus 等（2014）均从理论上指出了风险分担在社会网络中的

不对称性，证明了消费平滑受制于社会网络的广度。Attanasio等（2015）发现，超过 60% 的家庭的

收入冲击是可以在大型社会网络内被抵消。

3. 政府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财政政策与社会福利对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影响程度。

Ljungqvist 和 Uhlig（2000）和 L’Huillier 等（2015）都证实：紧缩的财政政策会降低家庭通过风险分

担来平滑消费的能力。Kaplan和 Violante（2014）指出，大约 25% 的财政刺激支出（退税等）被用于

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Chetty和 Looney（2006）认为，当消费对冲击并不是特别敏感时，建设社会

福利网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低收入国家的个体及其风险偏好多为高度风险厌恶

型，所以他们更加期望实现高效率的消费平滑。

国内学者对家庭消费平滑的研究，也获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其中，大部分学者都集中

于考察影响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各种渠道。Meng（2003）认为，中国城镇家庭有较强的预防性储

蓄动机，所以也具备高效的消费平滑能力。但 Zheng 和 Santaeulalia-Llopis（2014）借助中国健康营

养调查（CHNS）数据将家庭分为高储蓄与低储蓄两组，研究证实了高储蓄并没有增强家庭的消费

平滑能力。蔡宁等（2002）通过研究利率调节对居民进行跨期消费的影响，得出了宽松的货币政

策有利于家庭消费平滑的结论。马小勇和白永秀（2009）指出，在正式风险分担机制缺失的背景

下，中国农村家庭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自发机制来应对收入冲击，缓解消费

波动。陆铭等（2010）基于 2002 年 CHIPS 的农村调查数据发现，互助、村民参与和信任能够提高

农村家庭抵御收入冲击的能力。郭云南等（2012）研究发现，相比于当选村主任来自其他姓氏的

村庄，来自最大姓氏村庄的农户消费平滑程度更低。寇恩惠与侯和宏（2015）运用农村固定观察

点的面板数据，发现居民能够通过消费平滑机制抵消部分暂时性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而且

李    立、李春琦：我国消费平滑的地区性差异及其根源：家庭、社区和政府的比较分析

•  125  •



亲友间的转移支付比财政转移支付更能增强农民平滑消费的能力。另外，还有一批学者围绕中

国家庭消费生命周期的问题展开了研究。陈玉宇和行伟波（2007）利用广东省家庭收支数据发现

中国的城镇家庭并不能进行完全的消费平滑。邓曲恒（2012）根据江苏等四省住户调查数据，证

实了中国农村家庭也不存在完全的消费平滑。高梦滔和毕岚岚（2010）发现农户的消费行为和严

格的 PIH/LCH 假说并不吻合，收入变化和财富对消费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农户的消费行为

也显示出部分生命周期消费平滑的特征。李宏彬等（2015）、邹红与喻开志（2015）都利用断点回

归法（RD），并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去检验中国居民在退休前后的消费是否平滑。结果

发现，受到强制退休制度约束的居民，其消费骤降主要源于退休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和文化娱

乐支出的减少，其生活水平在退休后并没有实质性下降。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国内有学者对家庭消费平滑的渠道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大多都

是从单一层面进行研究，并且更多的是针对城镇或者农村家庭中间的某一类。理清家庭、社区和

政府这三个层面对消费平滑的影响程度的大小，找出家庭消费平滑的主要根源，这对政府确定

弥补家庭与社区缺陷的方向和程度，释放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我国当前区

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所以在分析消费平滑的问题时，需要考虑家庭住户的区域属性与

经济属性。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家庭消费平滑的三个来源出发，主要考证造成各区域消费

平滑能力差异的原因。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运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系统分析家

庭消费平滑的深层次根源，比较分析了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的影响程度。二是基于风险分

担模型，设计了衡量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指标，并利用覆盖全国的微观调查数据，梳理了各地区

以及城乡之间消费平滑的不同表象，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三是国内关于家庭消费平滑渠道

的研究多限于外部环境或者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实证分析，针对家庭内部因素的考虑还比较欠

缺，而本文则综合考虑了家庭内外消费平滑渠道的影响。

文章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理论基础以及构造合理指标来测度家庭的消费

平滑能力；第三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梳理清楚文中需要的所有变量并计算出各省的

消费平滑能力；第四部分实证研究各层面平滑渠道与消费平滑区域差异的关系，并对结果含义

进行了分析说明；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全文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构造

Modigliani 和 Brumberg（1954）提出生命周期假说，假设理性的消费者要根据一生的收入来

安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所以当期消费就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收入。Friedman

（1957）建立的持久收入假说，把收入更具体地区分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当家庭遭遇外来冲

击导致收入水平下降时，为了避免消费水平的剧烈波动而降低一生总的福利水平，一般都会通

过对风险分担（Risk Sharing）机制来实现消费水平在各个时期的平滑。风险分担模型是消费平滑

研究的常用模型，起源于 Diamond（1967）的研究结果，后来被 Townsend（1994）等发展并应用于检

验发展中国家农户的风险分担研究，具体的计量检验模型可表示为：

c j
t = α

j+β jc∗t +γ
jA j

t +δ
jX j

t +u j
i （1）

c j
t c∗t A j

t X j
t

β j = 1

其中： 为家庭 j 在 t 期的消费， 表示家庭 j 所属社区的其他家庭在 t 期的平均消费， 与 则分

别表示家庭收入与人口学特征。此时，完全风险分担意味着 。如果家庭户实现了完全消费

风险分担，那么它的消费将免受个体冲击的影响，仅取决于总体冲击的实现值。这意味着即使正

的个体冲击使某个家庭户的收入永久性地增加，它也只能获得相对于所在群体的固定份额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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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理，当遭受负的个体冲击时，它仍然能维持之前的消费水平。

c∗t

从截面上看，风险分担与消费平滑是一个等价命题，Bayoumi（1997）也指出了风险分担模型

只是对更一般性的永久收入模型的精炼。如果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依赖程度越高，则消费平滑

和分散风险的程度越低；反之，如果当期消费对持久收入依赖程度越高，则消费平滑和分散风险

的程度越高。所以消费平滑的程度是指家庭的当期消费水平依赖于持久收入的程度，也就是对

当期收入的独立程度。由样本数据的限制，对单个家庭来说，衡量其一生的收入水平是不可行

的，因此需要找出一生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结合 PIH/LCH 假说，同时借鉴现有文献（郭云南等，

2012；王晓全等，2016）的处理办法，本文选取家庭所在社区的平均消费 作为其持久收入的代理

变量。这样处理也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首先，社区平均消费能够反映消费者面临的总体

经济环境、消费习惯和文化等因素；其次，消费理论里面有一个示范性消费理论，而社区平均消

费正好可以体现消费的“示范性”作用。

c j
t/c

∗
t

c j
t/c

∗
t

Cs j
t Cs j

t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找到衡量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指标，而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如果家庭的

当期消费越接近持久收入水平，那么它在当期就越接近完全的消费平滑。最终，本文选取 为

测度家庭 j 在 t 期的消费平滑能力大小的指标，并且数值越大就表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越强。

值得指出的是，在实际数据中， 会出现大于 1 的可能，即家庭 j 当期的消费要高于所在社区的

平均消费。为便于后续分析，本文统一认定符合该条件下的家庭都具备完全消费平滑能力。令

为家庭 j 在 t 期的消费平滑能力，同时设定 ∈[0，1]，则具体指标计算可如下所示：

Cs j
t =

{
c j

t/c
∗
t , c j

t/c
∗
t < 1

1, c j
t/c

∗
t≥1 （2）

三、数据处理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实施的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该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动态跟踪调查，旨在通过跟踪调查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样

本，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项目的全国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覆盖除了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以外的 25 个省、

市 、 自 治 区 ， 本 文 主 要 使 用 的 数 据 是 2010 年 调 查 的 截 面 数 据 （ 在 稳 健 性 检 验 部 分 则 会 用 到

2012 年和 2014 年度的部分相关数据），包括社区问卷、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三个部分，来自全国

162 个区县和 635 个社区的 14 798 个家庭，包括 7 104 个城市样本，7 694 个农村样本。在数据整

理中，本文剔除了指标异常和数据缺失严重的家庭，并且通过变量匹配进行筛选，最终得到的实

际研究数据为 6 501 个家庭样本，包括 2 995 个城市样本，3 546 个农村样本。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由于 Blundell 等（2008）指出短期内消费者可调整

耐用品的购买及时机，从而使得相关消费保险机制的作用可能不太明显。在这里，本文选取非耐

用品及服务消费来当作衡量家庭消费的指标，具体是通过家庭问卷中的消费性总支出减去当年

耐用品消费来获得。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针对家庭消费平滑的三个来源。在家庭层面上，选

取家庭资产和劳动供给两个变量。其中，家庭资产表示为家庭净财产；劳动供给则表示为家庭主

要劳动力的全年各项工作时间总和（在后续实证中，采用户主的劳动时间代表劳动供给）。在社

区层面上，选取社会交往与亲友借贷为变量。其中，社会交往是用春节期间亲戚与朋友来访总数

来度量。亲友借贷则是用全年通过亲戚朋友借款的总额来度量。在政府层面上，选取政府补助

和社会福利两个变量。其中，政府补助是用全年所得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和住房公积金等政

府转移性收入总和来度量；社会福利则用转移性支出来度量。此外，本文还从相关文献中选取了

一些控制变量，具体如表 1 所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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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发《2000》33 号文件，本次调研取样的 25 个省可分为东、中、西三块区域。其中，东部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10 个省级行政区；中部包括：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

甘肃、广西 7 个省级行政区。然后，通过式（2）构造的指标计算得到每个样本家庭在 2010 年的消

费平滑能力，各省份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数值越大表明平滑能力越强。由描述性统计结

果可粗略判断，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在不同省份的差异比较明显。

由表 3 可见，家庭消费平滑能力最高的前五个省份为北京、陕西、山西、福建和重庆，最低的

后五个省份是浙江、天津、湖北、云南和贵州，首尾两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但从总体平

均值上看，家庭消费平滑能力从高到低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从各区域看，东部地区家庭的消

费平滑能力差异较大。江浙沪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明显不如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这可能

是由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家庭更注重人情来往，从而拥有更大的家庭社会网络。中部地区

的家庭消费平滑能力普遍不高，而山西的平滑能力则特别突出，这可能是与当地政策性扶持以

及作为资源大省的发展优势有关系。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平滑呈两极分化，陕西、重庆、四川地

表 1    影响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相关变量

关注变量 变量释义 文献出处

家庭资产 当年家庭净财产 Deaton（1990）；Udry（1995）

劳动供给 主要劳动力的全年各项工作时间总和 Kochar（1999）；Blundell 等（2016）

社会交往 春节期间亲戚与朋友来访总数 王晓全等（2016）

亲友借贷 全年通过亲戚/朋友借款的总额 Fafchamps 和 Lund（2003）

政府补助 全年所得退休金、失业救济金等收入 Gruber（1997）；Bronchetti（2012）

社会福利 家庭全年所得转移性支出 Gruber（2000）；Attanasio 等（2012）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 高梦滔和毕岚岚（2010）

小孩数量 家庭内小孩总数 Meng（2003）；Blundell 等（2017）

金融比率 当地金融储蓄与 GDP 的比值 郭新华和李卓宇（2017）

户主年龄 受访时年龄 寇恩惠和侯和宏（2015）

户主学历 受访者已完成的受教育年限 邓可斌和易行健（2010）；寇恩惠和侯和宏（2015）

户主健康情况 户主自评健康（1−5=健康−非常不健康） 王晓全等（2016）

表 2    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区域均值比较 样本数

家庭资产 298 851.2 788 347.3 东>中>西、城市>农村 6 501

劳动供给 1 545.7 1 465.5 东>西>中、城市>农村 6 501

社会交往 9.85 11.87 西>中>东、城市<农村 6 501

亲友借贷 5 146.7 19 833.7 中>东>西、城市<农村 6 501

政府补助 2 889.1 9 267.9 东>中>西、城市>农村 6 501

社会福利 5 404.6 13 983.3 东>中>西、城市>农村 6 501

家庭规模 4.07 1.69 西>中>东、城市<农村 6 501

小孩数量 0.52 0.83 西>中>东、城市<农村 6 501

金融比率 0.63 0.12 东>西>中、城市>农村 6 501

户主年龄 46.38 11.26 东>中>西、城市>农村 6 501

户主学历 7.99 4.12 东>中>西、城市>农村 6 501

户主健康情况 1.69 0.89 中>西>东、城市<农村 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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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平滑能力较强，贵州、云南、甘肃、广西贫困地区的平滑能力比较低。这说明西部地区内部的

经济发展也并不平衡。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不仅要分析这些因素是否具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家庭消费平滑的主

要根源，探索各因素的影响大小。因此，本文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该分解法广泛应用于

分解收入差距（邓曲恒，2007；邢春冰，2008），本文则是利用 Oaxaca-Blinder 的二部法分解地域之

间的差异（Jann，2008；粟芳和方蕾，2016），将地域差异表示为（以东西部差异为例）：

R = [E (Xe)−E (Xw)]′β∗+
[
E(Xe)

′ (βe−β∗)+E(Xw)′ (β∗−βw)
]

（3）

其中：R 表示东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差异的期望值，Xe 与 Xw 分别是东西部的相关控制变

量，βe 与 βw 对应东西部预测因子的系数向量。β*是非歧视系数向量，用以确定差异在预测因子中

的贡献。等式右边的第一部分是由模型中所考虑的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的关注变量和控

表 3    各省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描述性统计

省份 均值 标准差 排名 样本数

东部

北京 0.6751 0.2586 1 134

天津 0.5392 0.2669 22 50

河北 0.6074 0.3035 9 359

辽宁 0.6121 0.2802 8 485

上海 0.5917 0.2903 13 515

江苏 0.5716 0.2987 17 131

浙江 0.5459 0.3182 21 110

福建 0.6454 0.3123 4 65

山东 0.6131 0.2966 7 379

广东 0.6166 0.2819 6 519

东部 0.6043 0.2892 1 2 747

中部

山西 0.6503 0.2949 3 290

吉林 0.5936 0.2744 12 135

黑龙江 0.5639 0.2904 19 245

安徽 0.5961 0.2899 11 154

江西 0.5709 0.2989 18 117

河南 0.5749 0.2958 16 744

湖北 0.5326 0.2758 23 118

湖南 0.5878 0.2969 14 202

中部 0.5859 0.2933 2 2 005

西部

四川 0.6029 0.2877 10 295

重庆 0.6261 0.3071 5 61

贵州 0.4988 0.3007 25 189

云南 0.5269 0.2891 24 191

陕西 0.6653 0.2965 2 160

甘肃 0.5561 0.2853 20 728

广西 0.5863 0.3072 15 125

西部 0.5692 0.2941 3 1 749

全国 0.5892 0.2921 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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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能解释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体现在模

型所包含的自变量系数之上，这反映了各地区家庭对不同消费平滑渠道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

二是除模型中已考虑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差异，包括地区消费文化

与资源优势、地区 FDI 分配、地方政治环境、家庭消费习惯（比如由于民族、宗教信仰等因素所引

起消费习惯的差异）等特殊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主要特点是与家庭收入没有直接联系，却会对

家庭消费平滑能力产生作用。

可解释部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关注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贡献，即为：

[E (Xe)−E (Xw)]′β∗ = [E (X1e)−E (X1w)]β∗1+ [E (X2e)−E (X2w)]β∗2+ · · · · · · （4）
进而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家庭消费平滑能力

进行两两比较。

由表 4 可见，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异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异在 5% 的水平

上显著。

为便于分析，本文后续的“东中部”、“东西部”和“中西部”以及“城乡”分别对应表 4 中“东

部 vs 中部”、“东部 vs 西部”和“中部 vs 西部”以及“城镇 vs 农村”之间的两两比较。

根据（3）式、（4）式对家庭消费平滑的差异进行 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包含了东中部、东西部、中西部以及城乡之间 4 个差异比较的分解结果。每个部分都有三列，第

一、第二列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系数与 t 值。值得提醒的是，系数的正负并不代表该变量本身对

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作用方向，而是需要结合表 2 中的区域均值进行比较。例如，东中部差异分

解结果中的家庭资产系数为正，并且表 2 显示东部地区家庭的平均资产也大于中部，于是可以认

为家庭资产的增加能够提高消费平滑能力；东中部差异分解结果中的社会交往系数为负，而表 2
的东部地区家庭的平均社会交往程度则要低于中部地区，因此社会交往的增加也能提升家庭消

费平滑能力。第三列是对应变量的贡献百分比，即为变量系数占该部分 Oaxaca-Blinder 差异值的

比重，其中常数项对差异分解没有任何贡献。需要注意的是，贡献百分比的方向与系数是一致

的，而且贡献绝对值有超过 1 的可能，这是由于各变量对消费平滑能力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都

存在差异。整个模型解释部分的贡献则是代表所有关注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应贡献百分比的总

和，所以其他因素部分与模型解释部分的贡献之和应始终为 1。

表 5 显示，平均而言，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由家庭层面和政府层面造成的模型解释部分所

占比例较高，而且统计上都非常显著。整体而言，中国家庭还是具备一定的消费平滑能力与多样

化的消费平滑渠道，家庭与政府层面的影响因素能充分解释区域消费平滑的差异。一方面，这可

能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崇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消费方面也能做到“居安思危”；另一方面，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重视社会福利网的建设。除此之外，消费平

滑 的 区 域 差 异 可 能 还 受 到 模 型 未 考 虑 的 其 他 一 些 因 素 的 影 响 。 比 如 家 庭 自 身 的 特 征 偏 好

表 4    Oaxaca-Blinder 差异分析

Oaxaca-Blinder 预测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 农村

0.6043 0.5859 0.5692 0.5990 0.5810

Oaxaca-Blinder 差异值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0.0184** （2.14） 0.0351*** （3.92） 0.0167* （1.74） 0.0180** （2.48）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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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 和 Pesendorfer，2004）、地区消费模式（左文明等，2015）等。总体来看，模型解释部分对东中

部、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消费平滑差异的占比分别达到 96.20%、64.41% 和 151.67%，且均在

1% 置 信 水 平 下 显 著 ， 这 也 说 明 了 模 型 的 拟 合 较 为 成 功 。 不 过 中 西 部 地 区 之 间 的 差 异 只 有

22.89% 能被模型解释，并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区域内的家庭特征偏好更为接近，且国

家在“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上给予的重视与各方面的政策支持也比较趋同。

表 5    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关注变量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102** 2.4 55.43 0.0178*** 2.80 50.73

劳动供给 0.0015 1.55 8.15 0.0012* 1.67 3.42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59*** −4.22 −32.07 −0.0082*** −4.03 −23.37
亲友借贷 −0.0004 −0.69 −2.17 0.0004 0.57 1.14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83*** 3.46 45.11 0.0169*** 4.62 48.16

社会福利 0.0001 0.23 0.54 0.0018* 1.84 5.13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0.0080*** −4.35 −43.48 −0.0223*** −6.83 −63.55

小孩数量 0.0006 0.98 3.26 0.0039** 2.11 11.11

金融比率 0.0101*** 5.18 54.35 0.0002 0.08 0.57

户主年龄 −0.0013 −1.46 −7.07 −0.0043*** −2.60 −12.25

户主学历 0.0019* 1.88 10.33 0.0154*** 5.20 43.89

户主健康情况 0.0007 1.34 3.80 −0.0002 −0.59 −0.57

模型解释部分 0.0177*** 3.91 96.20 0.0226*** 2.57 64.41

其他因素部分 0.0007 −0.84 3.80 0.0125 1.07 35.59

常数项 0.1739** 2.43 0.1119 1.20

样本数 4 752 4 496

关注变量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019* 1.91 11.36 0.0154*** 3.52 85.56
劳动供给 −0.0011 −1.60 −6.58 0.0006 1.26 3.33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32*** −2.57 −19.13 −0.0129** −2.29 −71.67
亲友借贷 0.0009 1.29 5.38 −0.0003 −0.63 −1.67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37** 2.51 22.12 0.0188*** 3.30 104.44

社会福利 0.0017* 1.79 10.16 0.0032*** 3.17 17.78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0.0143*** −5.62 −85.48 −0.0204*** −9.15 −113.33

小孩数量 0.0029** 2.03 17.34 0.0022*** 2.61 12.22

金融比率 0.0008 0.08 4.78 0.0002 −0.73 1.11

户主年龄 −0.0032** −2.35 −19.13 −0.0008 −0.89 −4.44

户主学历 0.0132*** 4.98 78.90 0.0209*** 6.60 116.11

户主健康情况 0.0005 1.02 2.99 0.0004 −0.87 2.22

模型解释部分 0.0038 0.36 22.89 0.0273*** 4.86 151.67.

其他因素部分 0.0129 0.96 77.21 −0.093** −1.98 −51.67

常数项 −0.0621 −0.64 −0.2227** −3.52
样本数 3 754 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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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模型分解的根源看，消费平滑的地区差异是由家庭层面、社区层面和政府层面共同

导致的结果。其中，家庭资产与政府补助是造成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主要原因，分别占到东中

部和东西部差异的 100.54% 和 98.89%；而西部落后于东、中部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层面，该来源分

别占东西部和中西部差异的 53.29% 和 32.28%；社区层面也是三大根源之一，该来源中的社会交

往 分 别 占 东 中 部 和 东 西 部 差 异 的−32.07% 与−23.37%， 在 城 乡 之 间 差 异 的 占 比 更 是 达 到 了

−71.67%。虽然社会交往与家庭和政府层面的系数方向相反，但考虑到西部及农村地区家庭的平

均社会交往程度更高，这说明社区层面的社会交往与家庭资产、政府补助等其他层面关注变量

的影响方向一致：对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大小都是起着正向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这

样一种情况：相比东部和城镇地区，中部、西部和农村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更依赖于社区层面的

这一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分析各层面中的深层次根源，平均而言，家庭资产是家庭层面

的首要原因，劳动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有限且大多不显著；社会交往是社区层面的首要原因，

亲友借贷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有限且均不显著；政府补助是政府层面的首要原因，社会福利则能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差异。

从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整体上，影响地区差异的控制变量差别非常大。特别

是：（1）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能显著增强家庭消费平滑能力：东西部和中西部差异中的

43.89% 和 78.90% 是由户主学历造成的，并且学历对城乡之间的差异影响更甚，差异占比达到

116.11%。这反映了西部以及农村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偏低，从而导致家庭消费平滑程度也

较 低 。 （ 2） 家 庭 规 模 的 扩 大 也 能 显 著 增 强 家 庭 消 费 平 滑 能 力 ： 东 中 部 和 东 西 部 差 异 中 的

−43.48% 和−63.55% 是由家庭规模造成的，并且家庭规模对城乡之间的差异影响更甚，这也符合

了中西部与农村地区大型家庭比例更高的现状。（3）金融比率对消费平滑能力的影响比较奇

特。东中部地区平滑能力差异中 104.35% 是由金融比率造成的。但对中西部、东西部以及城乡

之间的平滑能力差异，金融比率的影响偏低且不显著。（4）小孩数量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了家庭消费平滑能力：东西部、中西部和城乡之间差异中的 11.11%、17.34% 和 12.22% 是由小孩

数量造成的；而户主年龄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在东西部和中西部差异

中的占比达到−12.55% 和−19.13%。这可能是由于年长者比年轻人拥有更强烈的消费平滑意愿

与更低的风险偏好。户主健康情况的作用有限且大多不显著。

在上述分析讨论中，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点是：政府层面的行为反而对区域消费平滑差异的

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看似违背了经济直觉的结果，其实正反映了当前政府在调节区域及城

乡收入分配上面临的窘境。首先，政府补助这一指标中主要包含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等转移

性收入，而各地区的转移性收入往往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状况。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地方财政的差距也比较大，因此，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充裕，居民人均转移

性收入就比较高，反之亦然。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也导致了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即城镇居民能获得较多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而广大农民则往往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就业、教

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面的待遇，仅仅是极少数在国有或集体单位就业的职工才能享有由国家

提供的抚恤金、困难补助和救济金等。这种将户籍身份和单位所有制特征作为能否获得政府转

移性支付的制度，是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障碍。因此，表 6 中显示了东部地区平均每

户家庭获得的政府补助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并且城乡之间政府补助的样本均值的差距更是达

到了 4 399.76 元。其次，社会福利这一指标代表着家庭所得转移性支出，主要由社保支出与税收

等财政补贴组成，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型收入再分配活动。由表 6 可见，虽然在平均每户家庭

所得社会福利的方面，依然是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以及城镇地区优于农村地区，但是反映

出来的区域差距远不如政府补助那样的突出。所以在表 5 的分解结果中，社会福利对家庭消费

平滑带来的影响也是很有限且大多不显著。总体而言，政府没能成功地利用发放补助与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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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形式来对区域及城乡的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正向调节，从而达到缩小各区域之间家庭消费

平滑能力差异的目的。

五、稳健性检验

c1∗
t c2∗

t c∗t =
[(

c1∗
t + c2∗

t

)
/2
]

考虑到前述对消费平滑指标的计算是基于风险分担模型，但实际从分散风险的种类上看，

风险分担策略只能分散个体风险；而消费平滑策略既可以分散个体风险，也可以分散加总风险。

如果社区在当期收到一个总体冲击，那么以当期的社区消费作为衡量持久收入的指标可能会使

该截面上的家庭风险分担并不等价于自身消费平滑，而且当期消费也可能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

内生性问题。为了讨论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双重

检验。其中，稳健性检验 1 是利用 2012 年与 2014 年社区平均消费 与 ，构造

为持久收入的新代理变量。稳健性检验 2 是选取 2010 年包含非耐用品及服务消费在内的家庭

消费总支出来作为衡量家庭消费的新指标。通过重新计算各区域家庭平滑能力，并同样按照 Oaxaca-
Blinder 的方法对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解，得到结果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由表 7 和表 8 可见，家庭消费平滑能力从高到低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家庭的平滑能

力也大于农村家庭。与之前表 4 相比，各区域家庭平滑能力的大小并没有顺序上的改变。表 7 显

示东中部差异与东西部差异仍然比较明显，分别在 10% 与 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中

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则都变得不太显著。表 8 显示东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都比较明显，分别在

10% 与 5%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东中部差异与中西部差异则都变得不太显著。这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地

区的人情往来更加频繁，导致在“份子钱”这块消费支出的波动比较大，而用当期社区平均消费

作为农村家庭持久收入的代理变量则会出现更大的误差。

表 6    政府层面关注变量的样本均值统计表（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 农村

政府补助 4 278.30 2 147.47 1 557.56 5 305.38 875.62

社会福利 5 740.07 5 642.35 4 605.16 6 191.51 4 748.84

样本数 2 747 2 005 1 749 2 955 3 546

表 7    稳健性检验 1：Oaxaca-Blinder 差异分析

Oaxaca-Blinder 预测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 农村

0.6034 0.5890 0.5803 0.5956 0.5903

Oaxaca-Blinder 差异值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0.0144* （1.74） 0.0232*** （2.66） 0.0087 （0.94） 0.0053 （0.75）

表 8    稳健性检验 2：Oaxaca-Blinder 差异分析

Oaxaca-Blinder 预测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 农村

0.6467 0.6411 0.6325 0.6501 0.6336

Oaxaca-Blinder 差异值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0.0056 （0.71） 0.0142* （1.69） 0.0086 （0.95） 0.0165**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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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 9、表 10 与表 5，可以看出，东中部、东西部的消费平滑差异分解的各项系数方向与显

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其中，模型解释部分所占比重较大，且均为正值。而中西部差异和城乡差异

分解的模型解释部分占比则发生了较大波动，但是城乡间的模型解释部分仍然在 1% 的置信水

平下保持显著。其中，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与显著性也基本没有变化，尤其是关注变量的作用仍

然与之前保持一致。

综合来看，两种稳健性检验下所估计的结果与之前论证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四

部分实证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值得信赖的。

表 9    稳健性检验 1：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关注变量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118*** 2.89 81.94 0.0177*** 2.89 76.29

劳动供给 0.0017* 1.83 11.81 0.0014* 1.84 6.03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45*** −3.69 −31.25 −0.0085*** −4.29 −36.64
亲友借贷 −0.0005 −0.71 −3.47 0.0005 0.57 2.16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83*** 3.46 57.64 0.0145*** 4.21 62.50

社会福利 0.0001 0.23 0.69 0.0018* 1.90 7.76

模型解释部分 0.0277*** 4.16 92.36 0.0141* 1.66 60.78
其他因素部分 −0.0133 −1.36 7.64 0.0091 1.07 39.22

样本数 4 752 4 496

关注变量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019* 1.94 21.84 0.0137*** 3.25 258.49

劳动力供给 −0.0013* −1.75 −14.94 0.0005 1.25 9.43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33*** −2.64 −37.93 −0.0133** −2.35 −250.94
亲友借贷 0.0011 1.30 11.49 −0.0003 −0.63 −5.66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31** 2.44 35.63 0.0191*** 3.48 360.38

社会福利 0.0017* 1.84 19.54 0.0030*** 3.16 56.60

模型解释部分 −0.0012 −0.12 −13.79 0.0233*** 4.62 439.62

其他因素部分 0.0099 0.77 113.79 −0.0180** −3.06 −339.62
样本数 3 754 6 501

表 10    稳健性检验 2：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关注变量
东部 vs 中部 东部 vs 西部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067* 1.71 119.64 0.0126** 2.12 88.73

劳动供给 0.0021** 2.06 37.50 0.001 1.23 7.04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33*** −3.03 −58.93 −0.0033* −1.84 23.24
亲友借贷 −0.0001 −0.44 −1.79 0.0002 0.55 1.41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69*** 3.21 123.21 0.0064*** 2.06 45.07
社会福利 0.0001 0.23 1.79 0.0007* 0.96 4.93

模型解释部分 0.0103* 1.68 183.93 0.0098 1.21 69.01

其他因素部分 −0.0047 −0.51 −83.93 0.0044 0.40 30.99

样本数 4 752 4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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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评述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讨论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进而去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根

源。为此，本文构建了测算家庭当期消费平滑能力的指标，并运用 CFPS 这一覆盖全国的微观调

查数据，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出发，通过实证检验，比较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

之间的消费平滑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

并且城镇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也要强于农村家庭。消费平滑区域差异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于家庭

自给和国家政策层面，尤以家庭净财产和政府补助的作用最为突出；而劳动供给和社会福利则

并没有给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带来显著影响。社区层面上的社会交往对缩小地区间消费平滑差距

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亲友往来越紧密，越能增强家庭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一

些其他因素如户主学历、家庭规模、小孩数量和区域金融比率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平

滑能力的大小。

在家庭消费平滑能力方面，西部落后于东中部和农村落后于城镇的现状，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抛开家庭层面的差异，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也对各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消费平滑能

力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转移性收入支付的差异。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财政较为拮

据，因而直接导致了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偏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

度导致的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城镇居民能享受到较多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而广大

农民则基本上享受不到政府的这些转移性支付。所以，经济发展越发达的地区，其家庭所得到的

政策性消费支持反而越坚挺，同时也反映了拥有大城市户籍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对农村人口的吸

引力。二是户主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能对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大小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这

可能是由于学历与收入的正相关性比较显著。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给家庭带来更多财富的

机会就越大，这直接与消费平滑的“硬件要求”挂钩；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同学历人群的消费

观念和消费习惯也存在明显差异，结果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也就是说，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

高，对家庭消费的长远规划可能会更为合理，进而从重视消费生命周期这一“软件要求”上增强

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既要注意城市化的深度建设，也需要关注转移支付

手段的改革，进而提升其对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正向作用。例如，在提高财政转移支付中中央财政

 

续表 10    稳健性检验 2：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

关注变量
中部 vs 西部 城镇 vs 农村

系数 t 值 贡献 % 系数 t 值 贡献 %

家庭层面 家庭资产 0.0019* 1.65 22.09 0.0111*** 2.80 67.27

家庭层面 劳动力供给 −0.0013* −0.97 −15.12 0.0016** 2.66 9.70

社区层面
社会交往 −0.0033* −1.61 −38.37 −0.0012** −2.31 −7.27
亲友借贷 0.0011 1.08 12.79 −0.0001 −0.60 −0.61

政府层面
政府补助 0.0031* 1.70 36.05 0.0156*** 2.99 94.55

社会福利 0.0017 0.95 19.77 0.0012*** 1.86 7.27

模型解释部分 −0.0056 −0.57 −63.95 0.0310*** 4.34 187.88

其他因素部分 0.0141 1.12 163.95 −0.0145** −0.95 −87.88
样本数 3 754 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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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尤其是面向乡村的转移支付）的同时，也需要调整财政支付中中央支出部分的结构。

这里的结构调整又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转移支付的城乡结构调整，即要加大对农村居民转移支

付的力度；二是转移支付的区域结构调整，即要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努力推进

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使不同户籍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标准逐渐趋于相对一致，从而

进一步缩小经济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户籍歧视。

第二，切实提高弱势家庭的收入。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改善政府补贴和失业保

险的瞄准机制，来达到使贫困家庭也能获得政府补贴和失业保险的目的，同时鼓励更多的非国

有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另一方面，以农村户籍、欠发达地区和低学历家庭等群体为瞄准对象，设

立对这些群体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渠道，并建立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防火墙”机制，确保对上

述群体的转移支付不被干扰和挪用，以“绿色通道”的形式对该弱势群体直接进行转移支付。

第三，重视劳动供给在平滑家庭消费中的角色。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规章制度，消除就

业市场中性别、地区、户籍等各项歧视，从而进一步拓宽劳动力供需的渠道。另一方面，重视偏远

地区和农村的职业培训，丰富家庭劳动力的技术技能，使其发挥自身的劳动供给和家庭规模优

势；积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

第四，在发扬传统互助等社区层面的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同时，需完善地方金融保险市场，尤

其是针对农村及偏远落后地区要加强相关的金融保障；规范化发展互联网金融，提高金融借贷

等正式风险分担机制对家庭平滑消费的贡献；加大西部及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进而提升农村居

民的素质和能力，加速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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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CFPS in Peking University from 2010 to 2014，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China. Firstly，

based on the risk-sharing model，the appropriate agent variables are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con-

sumption smoothing in the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includ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ly，the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adopted from the three angles：family self-sufficiency，social net-

works and national policies，to find the root source of smooth consump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ousehold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wn the strongest ability of consumption smoothing，followed by the middle and the weak-

est in the west，and the urban households also have stronger spending power than the rural households. The

main sources of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smoothing regions are from the level of household self-suffi-

ciency and national policies，especially the role of household net asset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It also re-

flects that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use transfer payments and other mean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income redistri-

bu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narrowing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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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narrowing the regional gap in consumption smoothing.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the head’s education，family size，and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lso affect the abil-

ity to smooth. All regions need to focus on the deep-rooted source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smooth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otential of local consumption.

Key words:  household consumption smooth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risk sharing；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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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 gap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and uses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 gap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widening gap

of education，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significantly aggrav-

at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cross-period research，the impac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gap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more significant at this stage；based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education gap and social security gap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and the impact of western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on alleviat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view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change their development concepts from urban development to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

ment，and make us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increase in-

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medical care，social security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o a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rural talents and capital，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development，encourage rur-

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leading enterpris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monstration，strengthen the train-

ing of rural labor force，and so on，so as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Key words:  urban-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 gap；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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